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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族国家到全球秩序：人工智能
时代的世界政治图景

封　帅

＊ 封帅，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副研究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
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兼职青年研究员 （上海２００２３３）。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人工智能时代的国际关系研究”（项目编号：１８ＣＧＪ０１３）的
阶段性成果。笔者曾于２０１９年１０月在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举办的学术研讨会上对本文
部分观点作过介绍。陈志瑞教授对本课题研究给予了大力支持，同时笔者也就本文相关内容与研究团
队成员刘树才、王玉柱、周亦奇进行过深入讨论，在此一并致谢！文中错漏由笔者负责。

ＤＯＩ：１０．１３５６９／ｊ．ｃｎｋｉ．ｆａｒ．２０２０．０６．０９９

摘　要　人工智能技术跃迁及其所引发的科技革命将对人类社

会的政治生活产生深远影响。它不仅对现存的各种政治制度构成不

同程度的冲击，而且随着其影响力的不断释放，人工智能技术将逐

渐改变主权国家结构中的各种关键要素，通过引入新要素与创建新

维度为世界政治的形态更替开拓新空间。从人工智能技术参与政治

活动开始，世界大体上将经历四个阶段的政治形态演变。经过低度

智能化社会的过渡之后，世界政治体系将在中度智能化社会阶段逐

步超越人类对于政治概念的认知。理性的人类社会在选择政治形态

时需要以至高的人类精神为底线，因此，以无政府状态与人工智能

技术深度结合为特征的技术极权主义模式将是系统演进中具有重大

风险的歧路。在人工智能技术水平与人类社会的思想认知较为成熟

之后，在算法封建主义与智能化世界政府两种情境之间能够形成较

为稳定的世界政治形态。人工智能技术跃迁将会重新定义世界政治

的范畴与内涵，推动我们所处的世界走向新的全球秩序。

关键词　人工智能 世界政治 技术极权主义 算法封建主义

智能化世界政府 民族国家 全球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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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论

任何能够深刻影响人类社会经济生活的科技变革必然会将它的力量映射

在政治层面，科技不仅能够改变人类社会的政治生活方式，而且会塑造世界

政治的新形态。人类所有关于政治的理念、价值、制度设计与行为准则，本

质上都是在特定的科技与经济条件下对具有合理性的社会分工与权力分配方

式的概括，这些抽象理念与具体安排共同构成了符合时代要求的政治共同

体，从而形成了世界政治的基础。现代世界的政治形态源于被工业革命所塑

造的工业化生产方式，被民族等现代概念重新整合的主权国家作为政治活动

的核心主体，已经成为全球人民共同的集体记忆与寄托特定人群历史情感的

唯一平台，而在此基础上构建的主权国家体系则成为当代世界历史的宏观

背景。①

然而，科技进步从来不会停止，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我们很

可能已经身处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前夜。②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新一轮以人

工智能技术为核心的科技革命将对世界政治的结构与形态产生深远的影响。

当然，由于技术发展本身具有不确定性，而社会结构则具有惯性稳定的特

征，这一复杂而深刻的变革进程会在多长时间才能展现其全貌，目前我们尚

难定论，但这种历史性进程可能带来的冲突与风险却需要国际关系研究者给

予充分的重视。对于正在发生或即将发生的事态来说，所有基于学理的研究

与建构都有可能在特定时刻对历史进程产生微妙的引导和影响。我们今天写

在纸上的思想火花，或许就是未来某些传奇的开端。

００１

①

②

关于国际社会中的政治行为体演变进程，可参考Ｂａｒｒｙ　Ｂｕｚａｎ　ａｎｄ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Ｌｉｔｔｌ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Ｗｏｒｌ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Ｒｅｍａｒ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０。

技术层面的信息，可参考 Ｇｅｏｆｆｒｅｙ　Ｅ．Ｈｉｎｔｏｎ，Ｓｉｍｏｎ　Ｏｓｉｎｄｅｒｏ　ａｎｄ　Ｙｅｅ－Ｗｈｙｅ　Ｔｅｈ，“Ａ　Ｆａｓｔ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ｆｏｒ　Ｄｅｅｐ　Ｂｅｌｉｅｆ　Ｎｅｔｓ”，Ｎｅｕｒａｌ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Ｖｏｌ．１８，Ｎｏ．７，Ｊｕｌｙ　２００６，ｐｐ．１５２７－
１５５４；Ｐｅｄｒｏ　Ｄｏｍｉｎｇｏｓ，Ｔｈｅ　Ｍａｓｔｅｒ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Ｈｏｗ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Ｕｌｔｉｍａｔ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Ｗｉｌｌ
Ｒｅｍａｋｅ　Ｏｕｒ　Ｗｏｒｌｄ，Ｂａｓｉｃ　Ｂｏｏｋｓ，２０１５；Ｙｏｓｈｕａ　Ｂｅｎｇｉｏ，Ｐａｓｃａｌ　Ｌａｍｂｌｉｎ，Ｄａｎ　Ｐｏｐｏｖｉｃｉ，Ｈｕｇｏ　Ｌａｒｏｃｈｅｌｌｅ
ａｎｄ　Ｇｒｅｅｄｙ　ＬａｙｅｒＷｉｓｅ，“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ｏｆ　Ｄｅｅｐ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ｉｎ　Ｊ．Ｐｌａｔｔ　ｅｔ　ａｌ．，ｅｄｓ．，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Ｎｅｕ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ＮＩＰＳ　２００６），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７，ｐｐ．１５３－１６０；Ｍａｒｃ＇Ａｕｒｅｌｉｏ　Ｒａｎｚａｔｏ，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Ｐｏｕｌｔｎｅｙ，Ｓｕｍｉｔ　Ｃｈｏｐｒａ　ａｎｄ　Ｙａｎｎ　ＬｅＣｕ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ｏｆ　Ｓｐａｒｓ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ａｎ
Ｅｎｅｒｇｙ－Ｂａｓｅｄ　Ｍｏｄｅｌ”，ｉｎ　Ｊ．Ｐｌａｔｔ　ｅｔ　ａｌ．，ｅｄｓ．，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Ｎｅｕ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ＮＩＰＳ
２００６），ｐｐ．１１３７－１１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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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试图在有限的篇幅内初步探讨这样一个问题：在人工智能时代，主

权国家的深层次结构会发生怎样的演进，在此基础上世界政治又将呈现出怎

样的新图景。本文的讨论将按照由单元到体系的顺序在两个层次上分别展

开：其一，人工智能要素的影响首先作用于现有的政治共同体，技术变革会

迫使主权国家的内部结构出现调整；其二，政治共同体内部的结构变迁会改

变行为体之间的互动方式与系统运行逻辑，从而实现体系层次的形态演变。

这个从点到面的过程也是人工智能要素的影响在世界政治系统中传导和建构

的过程，两个层次相互影响、相互建构，最终形成新的全球秩序。由于不确

定性因素较多，其结果必然是开放的，未来的世界政治将呈现出明显的多元

演进图景。

从全球范围来看，广义上与本文主题相关的学术研究成果从２０１７年开

始出现，早期研究主要由美国学者推进，大多聚焦于人工智能对于西方国家

现行政治体制的冲击，很多成果学理扎实、逻辑严密。① 然而，西方学者大

多受其国内社会 “政治正确”因素的干扰，在研究上出现了明显的 “逻辑失

序”现象。他们大多将当前西方国家的代议制民主制度视为唯一合理的政治

制度，考察人工智能技术对政治生态的影响以不改变现有体制为 “红线”。

这种人为设限不仅会影响其研究向更多未知领域拓展，而且很可能造成结论

偏差。② 在中文学界，从２０１８年起，在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领域，对人工智

能相关议题的研究渐成显学，部分成果涉及新科技与国家、社会的互动关

１０１

①

②

近年来西方学者关于人工智能与政治体制的相关研究，参见 Ｄｉｒｋ　Ｈｅｌｂｉｎｇ，Ｂｒｕｎｏ　Ｓ．Ｆｒｅｙ，
Ｇｅｒｄ　Ｇｉｇｅｒｅｎｚｅｒ，Ｅｒｎｓｔ　Ｈａｆｅｎ，Ｍｉｃｈａｅｌ　Ｈａｇｎｅｒ，Ｙｖｏｎｎｅ　Ｈｏｆｓｔｅｔｔｅｒ，Ｊｅｒｏｅｎ　ｖａｎ　ｄｅｎ　Ｈｏｖｅｎ，Ｒｏｂｅｒｔｏ　Ｖ．
Ｚｉｃａｒｉ　ａｎｄ　Ａｎｄｒｅｊ　Ｚｗｉｔｔｅｒ，“Ｗｉｌｌ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Ｓｕｒｖｉｖｅ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５，２０１７，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ｃｏｍ／ａｒｔｉｃｌｅ／ｗｉｌｌ－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ｓｕｒｖｉｖｅ－ｂｉｇ－
ｄａｔａ－ａｎｄ－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Ｇｒｅｇ　Ａｌｌｅｎ　ａｎｄ　Ｔａｎｉｅｌ　Ｃｈａｎ，“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ＩＡＲＰＡ）”，Ｂｅｌｆｅｒ　Ｃｅｎｔｅｒ，Ｈａｒｖａｒｄ　Ｋｅｎｎｅｄｙ　Ｓｃｈｏｏｌ，Ｊｕｌｙ
２０１７；Ｈａｍｉｄ　Ａｋｎｎｖｅｒ，“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Ｃｙｂｅｒ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Ｒｅｐｏｒｔ，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ＥＤＡＭ），２０１８；Ｍａｔｈｉａｓ　Ｒｉｓｓｅ，“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Ａｎ　Ｕｒｇｅｎｔｌｙ　Ｎｅｅｄｅｄ　Ａｇｅｎｄａ”，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Ｋｅｎｎｅｄ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ＣＡＲＲ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ｐｏｒｔ，Ｍａｙ　２０１８；Ｄａｎｉｅｌ　Ａｒａｙａ，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Ｆｏｒｂｅｓ，Ｊａｎｕａｒｙ　４，２０１９，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ｆｏｒｂｅｓ．ｃｏｍ／
ｓｉｔｅｓ／ｄａｎｉｅｌａｒａｙａ／２０１９／０１／０４／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ｅｎｄ－ｏｆ－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５０ｆ２ｂｂｆｃ７１９ｂ。

目前英语世界对于该议题的研究，基本上都将立足点确定为讨论如何在人工智能技术跃迁的
情况下继续延续西方现有的政治制度，很少进一步讨论制度深度变革的可能性。参见Ｄｉｒｋ　Ｈｅｌｂｉｎｇ　ｅｔ
ａｌ．，“Ｗｉｌｌ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Ｓｕｒｖｉｖｅ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Ｈａｍｉｄ　Ａｋｎ ｎｖｅｒ，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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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对未来世界政治的展望也有提及。① 王绍光教授在２０１９年的一篇文章中

明确指出，“新技术革命很可能彻底颠覆现有的国家理论”② 。但总体而言，

大部分相关研究尚处于早期探索阶段，目前尚未出现直接讨论人工智能对主
权国家形态影响的研究成果。

需要说明的是，一方面，本文所做的是一项立足当下、属意未来的研
究。我们的讨论以主权国家结构与现代世界体系为起点，但其内容和最终立

足点无疑将会超出当代政治的范畴。本文会涉及某些基本概念和基础逻辑的
调整，具有明显的前瞻性特征。另一方面，本文所有论证的前提是人工智能
技术能够持续取得进步，但笔者深知技术进步绝不可能是一个线性过程，囿
于主题与篇幅的限制，对于技术发展本身的循环上升逻辑不再详述，只讨论
在限定条件下的可能影响。③ 笔者也希望本文能够引发讨论和批评，将国际
关系视域中的人工智能研究进一步推向学理化的轨道。

一、既有研究进展及其缺陷

在深度学习初步展现出巨大潜能之后，关于人工智能技术所将带来的社
会影响迅速成为各国政府部门、学者、媒体讨论的热点。几乎所有政治科学
研究者都意识到，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进步将对全球现存政治制度及国家间
互动产生影响，如果这种潜力像预期的一样充分释放，那么其力量将不断冲

击现存世界政治架构。它与国际关系的现实交集已经出现，主要表现为开始

２０１

①

②

③

２０１８年以来，中国学者围绕人工智能与国际关系的相关主题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其中部
分涉及本文主题。参见傅莹：《人工智能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初析》，《国际政治科学》，２０１９年第１期，
第１—１８页；王绍光：《新技术革命与国家理论》，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２０１９年第５期，第
９３—１００页；任剑涛：《人工智能与社会控制》，《人文杂志》，２０２０年第１期，第３３—４４页；严行健：
《人工智能时代的代议制：挑战、机遇与发展路径》， 《学习与探索》，２０１８年第２期，第７６—８４页；
叶娟丽、徐琴：《去中心化与集中化：人工智能时代的权力悖论》， 《上海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９年第６期，第１—１２页；高奇琦：《人工智能：驯服赛维坦》，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年；
陈定定、朱启超主编：《人工智能与全球治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笔者部分文章对本
文主题也有所涉及，参见封帅： 《人工智能时代的国际关系：走向变革且不平等的世界》， 《外交评
论》，２０１８年第１期，第１２８—１５６页；封帅、周亦奇：《人工智能时代战略行为的模式变迁———走向
数据与算法的竞争》，《国际展望》，２０１８年第４期，第３４—５９页。

王绍光：《新技术革命与国家理论》，第９３页。
事实上，对于人工智能技术能否实现持续稳定发展，学术界存在一定争议。悲观论者认为，

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存在较为明确的极限。参见吴军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９日在上海的演讲。吴军：《人工智
能的极限》，虎嗅网，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２２日，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ｈｕｘｉｕ．ｃｏｍ／ａｒｔｉｃｌｅ／３３２３４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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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部分既有政治制度和政治运作产生影响，在军事和其他关键领域也有个别

案例。当前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科对于该议题的研究主要围绕着新技术对于

政治体制的影响展开。

２０１７年２月，著名科普杂志 《科学美国人》出版特刊，题为 “民主会在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中生存下来吗？”① 从此揭开了人工智能与政治制度相互关

系问题讨论的序幕。在这一时间点，人们对于人工智能社会影响的认知还相

当有限，在全球范围内也尚未发掘出与此主题相关的明确案例。然而，敏锐

的观察者们已经感受到深层次变革的蛛丝马迹，特别是在全球社交媒体庞大

的信息流背后，似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操纵着人们心里的欲望与恐惧，让很

多政治活动出现了明显的非理性偏转。

这些知识精英的担心很快便被证实了。在２０１８年 “剑桥分析”事件爆

发之后，几乎整个世界都直接感受到了人工智能技术与西方政治体制的内在

张力。② 这种难以调和的不匹配状态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持续进步变得越来

越强烈，网络和社交媒体逐渐成为人工智能及其衍生技术彰显影响力的前沿

阵地。由于人工智能技术的渗透，社交媒体的生态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庞

大无序的信息流在技术的引流和切割下被分解为碎片化的信息，并定向投送

给目标人群，从而形成了一个个 “信息茧房”，在虚拟空间中创造了新的社

会圈层。③ 这种状态具有深刻的经济根源，也很快在政治生活中展现出强大

的力量。最为典型的事例就是美国总统大选俨然已成为一场全球参与的政治

运动，各种政治力量都利用社交媒体展开博弈，而算法就是这场博弈的武

器。当然，人工智能的政治影响还体现在很多方面，例如在新冠疫情全球蔓

延的背景下，国际社交媒体上各种关于疫情的谣言在很多无形力量的推动下

高速传播，这些谣言常常具有明确的政治性目标，而人工智能技术的信息定

向分发就是实现特定政治目标的重要手段。

事实上，社交媒体及所有互联网信息传播平台都是人工智能技术影响政

治生活的重要媒介，目前已被披露的以人工智能技术影响社会群体政治选择

的现象只是冰山一角。 “剑桥分析”事件明确展现了这股潜藏在网络背后的

３０１

①

②

③

Ｄｉｒｋ　Ｈｅｌｂｉｎｇ　ｅｔ　ａｌ．，“Ｗｉｌｌ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Ｓｕｒｖｉｖｅ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关于 “剑桥分析”事件的情况，可参考 Ｄａｎｉｅｌｌｅ　Ｗｉｅｎｅｒ－Ｂｒｏｎｎｅｒ，“Ｙｏｕｒ　Ｇｕｉｄｅ　ｔｏ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 ＣＮＮ， Ｍａｒｃｈ　 ２１，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ｍｏｎｅｙ．ｃｎｎ．ｃｏｍ／２０１８／０３／２０／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ｗｈａｔ－ｉ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

参见 Ｃａｓｓ　Ｒ．Ｓｕｎｓｔｅｉｎ，Ｉｎｆｏｔｏｐｉａ：Ｈｏｗ　Ｍａｎｙ　Ｍｉｎｄｓ　Ｐｒｏｄｕｃ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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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力量，但它显然不是世界上唯一从事这类营生的实体，大量类似机构仍

然以各种形式活跃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那些真正掌控海量数据并拥有强大算

法的平台型企业———特别是搜索引擎与社交媒体的掌控者，以及拥有类似力

量的政治团体才是这场博弈的大玩家，他们已经具有将所掌握的技术力量转

化为政治影响的可能。① 可以说，在人工智能的经济潜能尚未充分释放的情

况下，它对政治活动的直接影响已经逐渐显现。② 在此背景下，各国研究者

也不得不认真分析和回应人工智能技术对政治领域的冲击，既有研究大体上

从以下三个方向展开。

第一，“说服算法”将动摇理性选择假设与代议制民主的基础。

代议制民主的逻辑起点是抽象的理性人假设，即每个抽象的个体都能够

自由且理性地对自己的行为做出判断和选择，并且自觉为自己谋取最大利

益。因此，由理性个体组成的共同体可以实现有效的利益均衡，从而构成代

议制民主体制的理论基础，也是现代西方民主体制合理性的根基。③

然而，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特别是 “说服算法”（ｐｅｒｓｕａｓｉｖｅ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的广泛应用，使得理查德·塞勒提出的 “助推” （ｎｕｄｇｉｎｇ）效应得到了充分

的释放。④ 通过隐蔽的数据搜集和不断精确的个人画像，人工智能可以在大

数据的条件下为使用者提供定制化服务。这种算法应用在政治领域，同样可

以分析用户的政治倾向，并有针对性地对其政治态度进行引导，通过间接和

隐蔽的方式将其推向预想的结果。整个过程并未诉诸威胁或强制，被 “助

推”的个体很容易将其视为自己在备选方案中做出了理性选择。其实，他们

的选择本身只是人工智能算法所引导的连续行为的自然结果，但他们自己几

乎不会注意到这一点。⑤

４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关于平台型企业的讨论，可参考Ｊｕｌｉａ　Ｃａｒｒｉｅ　Ｗｏｎｇ，“Ｔｈ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　Ｓｃａｎｄ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Ｂｕｔ　Ｉｔ　Ｄｉｄｎ＇ｔ　Ｃｈａｎｇｅ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Ｔｈｅ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 Ｍａｒｃｈ　１８， ２０１９， ｈｔｔｐｓ：／／
ｗｗｗ．ｔｈｅｇｕａｒｄｉａｎ．ｃｏｍ／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９／ｍａｒ／１７／ｔｈ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ｓｃａｎｄ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ｄ－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ｂｕｔ－ｉｔ－
ｄｉｄｎｔ－ｃｈａｎｇｅ－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事实上，人工智能技术在军事等其他领域的影响也已经开始显现，如无人机系统独立作战的
案例在中东地区已经出现，但尚未接近社交媒体对于政治活动的影响程度，相关问题笔者将另文论
述。

参见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毛俊杰译，广西
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３６３—３８８页。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Ｈ．Ｔｈａｌｅｒ　ａｎｄ　Ｃａｓｓ　Ｒ．Ｓｕｎｓｔｅｉｎ，Ｎｕｄｇｅ：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Ａｂｏｕｔ　Ｈｅａｌｔｈ，Ｗ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Ｐｅｎｇｕｉｎ　Ｂｏｏｋｓ，２００９．

Ｈａｍｉｄ　Ａｋｎｎｖｅｒ，“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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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技术借助社交媒体展现政治影响力的最显著结果便是个体理性

选择假设在技术的持续冲击下逐渐式微。长此以往，这种趋势将会消解代议

制特别是现代西方选举体制的基石，也难怪西方学者会格外关注本议题。

第二，人工智能参与决策过程造成合法性悖论。

作为政治系统最重要的环节，政治决策过程是所有政治活动的核心。在

现代政治体系中，在政治决策环节中确保政治参与的实现是一个固定的程

序，现有的国际行为体都要以这种方式建构决策的合法性叙事。实际上，政

治参与过程是否一定会造成决策的效能提升其实很难统计，但政治参与本质

上反映了现代政治体系的内在需求。通过政治参与，各方利益集团加入决策

过程中来，复杂的程序以及仪式性活动构成了政治决策的合法性根源。①

然而，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使得原本顺理成章的逻辑产生了新的矛盾。

从功能性来看，人工智能技术已经证明它是提升决策效率与科学性的有效工

具。它可以通过积累海量数据和自动文本挖掘等渠道感知民众的普遍情绪与

核心诉求，为政策制定提供基础性的依据。同时，它也能够利用特定算法对

整个政策过程进行预测和模拟，降低政策成本，优化政策选项。甚至在政策

执行过程中，人工智能技术也能够更好地完成相关的资源配置。② 几乎从各

个角度看，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都会使政治决策过程获得有效的辅助工具。

但问题在于，从技术层面对决策进行优化提升实际上是在降低政治参与的意

义，对人工智能技术的依赖越大，通过政治参与和动员获得合法性与权威性

的可能性就越小。但现有的以深度学习和多层神经网络为主要推进路径的人

工智能技术发展存在明显的 “黑箱”特点，无法自行解释自己的决策依据，

也就无法通过有效沟通建立新的合法性认知。③

因此，在现有的制度体系中，人工智能技术越成熟，决策效能越高，就

越容易诱发对技术的依赖，从而加剧政治参与和动员的缺位，冲击决策的合

法性基础。

第三，人工智能技术正在使权力的边界变得更加模糊。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数据和算法成为政治系统中权力的重要组成

５０１

①

②

③

有关政治参与对决策合法性的影响，参见西蒙·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张
绍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１年。

对于这种优势的表述，可参考Ｊｏｓｈｕａ　Ｄａｖｉｓ，“Ｈｅａｒ　Ｍｅ　Ｏｕｔ：Ｌｅｔ＇ｓ　Ｅｌｅｃｔ　ａｎ　ＡＩ　ａｓ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Ｗｉｒｅｄ，Ｍａｙ　１８，２０１７，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ｗｉｒｅｄ．ｃｏｍ／２０１７／０５／ｈｅａｒ－ｌｅｔｓ－ｅｌｅｃｔ－ａｉ－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参见封帅、周亦奇：《人工智能时代战略行为的模式变迁———走向数据与算法的竞争》，第
５５—５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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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毫无疑问，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加强对社会与个人生活的渗透，无处不

在的数据搜集使得独立个体越来越被拆解为数字化的符号，渐趋数字化和透

明化的社会环境使得每个人的日常生活越来越被卷入一个由技术支撑起来的

宏大系统，政府、资本、社会团体甚至每一个独立个体都成为这个系统的一

部分。这种数字化状态驱动我们的政治与社会活动从有形的地理空间走向无

边界的数字空间。现实政治生活的诸多环节为了适应这种形态的转变，迟早

会引入人工智能技术所支撑的自动化系统，目前在司法、公共关系与社会管

理等多个方面都已经在积极尝试。① 在部分学者看来，由于新技术革命的出

现，主权国家最为核心的权力基础——— “对正当使用暴力的垄断权”已经难

以延续，这几乎会动摇现代政治理论的基础。②

权力的基础是对资源和信息的掌控和占有，但由于人工智能技术本身的

高门槛，从算法到数据的存储需要依赖高技术企业或少量科技人员推动。即

使我们不考虑这一过程中可能存在的个人恶意与算法偏见，当基础资源的所

有权逐渐脱离旧轨，主权国家对于政治权力的掌控也会在技术的不断侵袭下

出现松动，权力的边界将变得更加模糊，其他非国家行为体逐渐具备形成新

权力中心的可能性。③ 即便他们主观上并没有挑战主权国家的意愿与动机，

但客观上却在缓慢而稳定地扩大政治权力的模糊地带。

由于迄今尚未得到更加充分的案例支持，各国研究者只能根据既有经验

从上述三个方面对该问题展开分析。但这绝不意味着这些就是人工智能技术

与世界政治体系互动关系的全部内容，更多的案例和证据会随着技术进步对

人类社会的经济、政治生活影响的逐步深入而不断展现在我们面前。当前人

工智能技术的政治影响主要以社交媒体作为中介，其影响力更容易通过西方

代议制民主制度的某些特征反映出来，所以欧美学界的主流话语将讨论重点

主要设定为人工智能与西方民主制度之间的关系。受到 “政治正确”等因素

的影响，这些讨论难免出现 “逻辑失序”现象，也构成了既有问题研究的内

６０１

①

②

③

例如，在司法领域，欧洲人权法院采取人工智能系统预测案件结果，准确率达到７９％。上海
市高级人民法院与科大讯飞公司合作研发了 “刑事案件智能辅助办案系统”。２０１９年１月，上海二中
院首次使用人工智能系统辅助开庭。同年，北京互联网法院在线智慧诉讼服务中心发布了首个人工智
能虚拟法官，实现了在线操作的自动化。参见杨华： 《人工智能司法应用的价值与使命》，澎湃网，
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１日，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ｔｈｅｐａｐｅｒ．ｃｎ／ｎｅｗｓＤｅｔａｉｌ＿ｆｏｒｗａｒｄ＿７０６６８４１。

王绍光：《新技术革命与国家理论》，第１００页。
参见 Ｔａｙｌｏｒ　Ｏｗｅｎ，Ｄｉｓｒｕｐｔｉｖｅ　Ｐｏｗｅｒ：Ｔｈ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Ａｇｅ，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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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缺陷：一方面，西方学者对于该问题的讨论有一个隐含的前提，即人工智

能技术的发展必须适应现有的西方民主制度才具有真正的价值；另一方面，

西方学者对于现阶段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有可能巩固非西方政治制度的现象

表达了严重的担忧。①

其实，这两种现象都源于同样的逻辑基础，即认定现有西方民主制度是

人类社会的最优选择，其他非西方制度都是错误甚至 “邪恶”的。因此，关

于人工智能技术与政治活动互动关系的讨论，只能在不改变现有政治制度的

前提下，将人工智能技术所带来的新要素纳入政治体系。同样，在该逻辑

中，任何不利于西方制度的技术进步都是有利于其他非西方制度的，就会构

成对国际秩序的威胁。那么，在大多数情况下，都需要有目的、有意识地限

制人工智能技术的成长速度，以维持旧体制的稳定。因此，建立 “可解释的

人工智能”，或者创建 “技术红线”等举措，是现有讨论的主要基调。②

这种设想当然有其自洽的叙事，也会成为未来发展的图景之一。但这种

思路本身就存在明显的逻辑问题，它忽视了人类社会是一个持续发展的历史

进程，而将建立在现代工业化生产方式上的社会认知视为政治发展的终点。

事实上，“完美的社会、完美的 ‘国家’是只有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东西”，③

制度、组织与人类政治意识都必须适应特定时代的生产方式与技术特征，要

求科技发展去适应现有政治制度是一种本末倒置的设计。在无政府状态的国

际竞争环境下，所有寄望于技术减速的思路不仅会因为集体行动困境难以付

诸实施，而且思想上的画地为牢会严重制约知识体系的拓展。

我们要探索的是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带来的所有可能的发展，而不是辩护

某种制度一定能够在变革时代生存下来。在其形成过程中，所有现存政治制

度以及支撑这些制度形态的理念和架构都不可能提前考虑到人工智能等新一

代通用目的技术的相关因素，具有巨大影响力的新变量进入世界政治系统之

中，对于系统架构的适应性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只要技术要素所带来的变革

动力足够强大，它所能冲击的就不仅是在近代才逐渐稳定下来的诸多制度性

安排，也会对现代主权国家体系的很多基本原则提出挑战。

７０１

①

②

③

例如，美国研究者对于中俄等国的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就会表现出明显的担忧情绪。参见
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Ｄ．Ｗｒｉｇｈｔ，ｅｄ．，ＡＩ，Ｃｈｉｎａ，Ｒｕｓｓｉａ，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Ｏｒｄｅｒ：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Ｇｌｏｂａｌ，ａｎｄ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Ａ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Ｍｕｌｔｉｌａｙｅｒ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ＳＭＡ）Ｐｅｒｉｏｄｉｃ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８。

例如，Ｍａｒｉａｎｎｅ　Ｌｅｈｎｉｓ，“Ｃａｎ　Ｗｅ　Ｔｒｕｓｔ　ＡＩ　Ｉｆ　Ｗｅ　Ｄｏｎ＇ｔ　Ｋｎｏｗ　Ｈｏｗ　Ｉｔ　Ｗｏｒｋｓ？”ＢＢＣ　Ｎｅｗｓ，Ｊｕｎｅ
１５，２０１８，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ｂｂｃ．ｃｏ．ｕｋ／ｎｅｗｓ／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４４４６６２１３。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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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变革的起点：主权国家的结构特征

我们正处于一个由工业文明的跨洲际流散与主权国家体系的全球扩张所

塑造的现代世界，主权国家是构成当前世界政治的基本单元，主权国家体系

自然也被研究者视为分析当代世界政治问题的宏观背景。① 由于人工智能技
术跃迁诞生于主权国家体系业已成熟的今天，其影响自然也首先呈现于既有

的主权国家结构之中。因此，如果希望更完整、更准确地展现人工智能时代

世界政治变革进程的全貌，我们就必须首先对现代主权国家体系的结构与特
征进行剖析，以此作为整个研究的逻辑起点。

作为迄今人类历史上最为成功的政治共同体，主权国家的建构经历了漫长

且复杂的历史演进，其核心结构的诸多关键要素在数百年的时间内顺次出现，

不断叠加融合，最终在工业化进程的推动下形成了现代世界的基本形态。

主权国家肇始于１７世纪中叶，《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署常常被视为

现代国家体系的起点。② 因此，在很多文献中现代国家体系也被称为威斯特
伐利亚国际体系。其实，在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署时，构成当代主权国

家基本形态的大多数关键概念，如民族、自由、社会、权利等都还没有完全

成型，《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仅通过协议在欧洲部分地区确立了一些具有系
统性意义的基础原则。③ 然而，这些看似并不复杂的原则却契合了世界历史

前进的轨迹，为现代世界的稳定奠定了坚实基础，在随后数百年间，虽然政

治行为体的外在形态几经演变，但其核心原则始终没有发生颠覆性变动。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体系的核心逻辑是：体系内的行为体在确定的有

限空间内拥有绝对的排他性主权。④ 该原则将空间的有限性与主权的绝对性

结合在一起，使得绝对君主制国家这种统一有力的政治单元在竞争中脱颖而

８０１

①

②

③

④

可参见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四卷本），郭方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３年。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Ｋｒａｓｎｅｒ，“Ｗｅｓｔｐｈａｌｉａ　ａｎｄ　Ａｌｌ　Ｔｈａｔ”，ｉｎ　Ｊｕｄｉｔｈ　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　ａｎｄ　Ｒｏｂｅｒｔ　Ｏ．Ｋｅｏｈａｎｅ，ｅｄｓ．，
Ｉｄｅａｓ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３，ｐ．２３５．

对 《威 斯 特 伐 利 亚 和 约》意 义 的 理 解，参 见 Ｂａｒｒｙ　Ｂｕｚａｎ　ａｎｄ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Ｌｉｔｔｌｅ，“Ｂｅｙｏｎｄ
Ｗｅｓｔｐｈａｌｉａ？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Ｆａｌｌ’”，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２５，Ｎｏ．５，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９９９，ｐｐ．８９－１０４；Ｓｔｅｐｈｅｎ　Ｋｒａｓｎｅｒ，“Ｃｏｍｐｒｏｍｉｓｉｎｇ　Ｗｅｓｔｐｈａｌｉａ”，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Ｖｏｌ．２０，Ｎｏ．３，
１９９５－１９９６，ｐｐ．１１５－１５１。

参见Ｄａｎｉｅｌ　Ｐｈｉｌｐｏｔｔ，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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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由于获得了在其所属空间内垄断合法使用暴力并调动各种资源的权力，

它成为多元竞争环境下最有效的经济与军事工具，在理论和现实中同时解决

了欧洲封建时代帝国、教会、城市、行会与君主等多元行为体权力纠缠重叠

的混乱局面。① 在打破帝国和宗教所带来的世界主义共识之后，一群在法律
地位上处于同等位阶的君主制国家在互相承认对方领土与主权的基础上建立

了正式的外交关系。

新的政治体系出现之后，原本由宗教支撑的世界主义的共同信仰在现实
中难以为继，绝对君主国需要寻找新的合法性叙事以确保政治共同体的稳

定，而这种合法性叙事只能从各自的主权空间内获得，于是对合法性叙事的

探索也就构成了国家建构过程。②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按照地理空间内的主权至

上原则进行划分，因此各国在相对稳定的地理空间内逐渐形成了更加紧密的经
济联系与文化纽带。在共同法律体系和集体记忆的推动下，绝对君主国的民众

开始形成共同利益的意识，国家逐渐成为所有民众区分 “自我”与 “他者”的

首要标准，抽象的 “国家利益”开始成为绝对君主国合法性叙事的基础。③

１８世纪下半叶，由于工业革命的出现，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的基本方式

出现了颠覆式的改变。资本、贸易以及从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的劳动者成为

构建经济生活的关键要素。新的社会阶层逐渐成型，而政治权力的重心也逐

渐由君主转向普遍意义上的民众。在这样的背景下，民族作为民众集体意志
和共同利益的抽象表达被赋予了崇高的意义。④ 民族主义理论叙事的核心优

势在于，它以牺牲君主权力的方式，为新兴工业资本与政治权力的深度结合

提供了有效途径，能够使新的社会阶层的力量与创造力得到释放。 “民族的
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⑤ 科技革命和

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欧洲大陆政治共同体形态的剧烈变动，欧洲大陆的革

命推动了民族国家 （ｎ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ｅ）在绝对君主国的架构中破茧而出，并且迅

速显示出前所未有的社会动员能力。在随后数百年的时间里，主权国家体系

９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Ｂａｒｒｙ　Ｂｕｚａｎ　ａｎｄ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Ｌｉｔｔｌ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Ｗｏｒｌ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Ｒｅｍａｒ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ｐｐ．２４４－２４５．

关于绝对君主国在现代民族国家体系建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可参考 Ｈａｎｓ　Ｋｏｈｎ，Ｔｈｅ　Ｉｄｅａ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Ａ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Ｉｔｓ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ａｎｄ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０５，ｐｐ．３－４。

参见Ｅｒｎｅｓｔ　Ｇｅｌｌｎ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１９８３，ｐｐ．１－５。
关于民族的起源与民族认同的形成，参考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

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安东尼·史密斯：《民族认同》，王娟译，译
林出版社，２０１８年。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节选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１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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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工业化进程相互促进，作为欧洲秩序的核心内容完成了在全球范围内的扩

张，迫使所有其他区域的政治共同体被整合进主权与民族所构成的核心架构

之中。① 现代主权国家作为一种政治架构，提供了以民族为核心假设的合法

性叙事，并将经济、行政、军事及社会管理等核心权力都集中于该架构之

内，从而实现了在特定空间内拥有最高权力的目标。

图－１　现代主权国家的内部结构

如图－１所示，历经多轮技术革命的冲击与各种社会思潮的互动，现代主

权国家内部基本上形成了一个由政府、资本和民众构成的紧密型三边结构。

在理论上，这种结构表现为政府通过资本获得税收以及进行国内利益调整和

再分配的能力，同时为资本的运作提供有效的秩序保障。而民众通过某种普

遍接受的形式为政府提供合法性确认，政府则以有效的福利分配确保民众普

遍利益的实现。然而，在现实运行中，系统调节是一个复杂而困难的过程，

每个环节的失效都有可能带来政治系统的失能甚至崩溃。一旦政府无法提供

有效的社会秩序，资本所带动的经济发展就将衰退，政府也将无法获得足够

的资源为民众提供社会福利，这种状态的极端结果就表现为 “失败国家”。②

而一旦民众不愿为政府提供合法性授权，政府塑造社会秩序的能力就将严重

削弱，其外在表现就是各种形式的 “社会运动”。③ 因此，为了确保系统既能

０１１

①

②

③

关于民族主义与欧洲国家建构问题，查尔斯·蒂利有过精彩的论述。参见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Ｔｉｌｌｙ，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Ｅｕｒｏｐｅ，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５。

参见Ｒｏｂｅｒｔ　Ｉ．Ｒｏｔｂｅｒｇ，“Ｆａｉｌ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　ａ　Ｗｏｒｌｄ　ｏｆ　Ｔｅｒｒｏｒ”，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Ｖｏｌ．８１，Ｎｏ．４，
Ｊｕｌｙ／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０２；Ｈａｎｓ　Ｈｅｎｒｉｋ　Ｈｏｌｍ，“Ａ　Ｄｉｓ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ｄ　Ｗｏｒｌｄ　Ｏｒｄ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Ｐｏｌｉｃｙ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Ｆａｉｌ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ｓ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Ｖｏｌ．３８，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１。

关于不同历史时期各种社会运动形态的总结，可参考Ｃｈａｒｌｅｓ　Ｔｉｌｌｙ，Ｓｏｃｉａｌ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１７６８－
２００４，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２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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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运行，又能够为系统发展提供持续的动力，各国需要通过综合考量，以

制度和法律的方式对三方的权利边界和运行方式进行规制，这些规制的总和

就是不同形式的政治制度。

基于现实的需要，政府、媒体与学者都会有意地在本国所奉行的政治制

度上附加各种价值和情感，用夸张的语言描述选择特定政治制度的必然性，

这种行为本身也是巩固政权合法性的重要环节。但事实上，现存的所有政治

制度几乎都是根据本国的实际需要，在不违背维持稳定态结构的基础上所采

取的差异化安排。它们之间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如何选择安置三方利益的重

心，有些更倾向于确保政府权力，有些更强调资本利益。不同政治制度之间

的竞争也围绕稳定与发展这两个关键点展开，看哪种模式能够在特定历史条

件下更好地完成维护系统稳定和推动系统发展这两大目标。不同的制度安排

与治理方案在获取信息并进行处理、做出决策以及贯彻执行等方面存在优

劣。但这种意义上的制度差异与制度竞争实际上仍是在不改变既有结构基础

上的执行模式竞争，与新一轮科技革命所带来的对结构本身的冲击不在同一

层次上。进入人工智能时代后，科技因素的强大力量将直接作用于主权国家

的深层次结构，带来具有颠覆性意义的变革。

图－２　现代主权国家架构的多层次形态

综上所述，作为当代国际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政治共同体，现代主权

国家实际上是由多个层次累加而成的系统架构。如图－２所示，主权国家的核

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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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基石是有限空间内的绝对主权原则，促使主权国家成为有限空间内 “物理

暴力的全部正当性的最终来源”。① 主权国家通过分割有限的地理空间，实现

了对世界政治核心权力的控制，建构了现代国际体系的框架，也决定了国际

体系必然是一个由数量不大、法律地位平等，但实际力量差异极大的同质群

体构成的无政府体系。具有上述结构与特征的主权国家体系成为目前承载新

一轮技术革命与产业革命的基础政治架构，人工智能要素在政治领域构成影

响的实质就是将其力量直接作用于主权国家结构的不同层次，推动结构变迁

的发生，进而构建多元化的未来图景。

三、变革的路径：人工智能技术的系统性影响

所有通用目的技术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ＧＰＴ）对于社会的影响

都是渗透式的，新的技术要素既会直接作用于政治活动，又会以经济社会生

活为中介将影响投射于政治体系，所以那些有能力改变社会生产模式的科技

进步都会在结构层面留下深刻的印记。② 作为这个时代最具潜力的通用目的

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如果能够持续发展，那么其力量也将逐步渗透到社会生

活的方方面面。变革的进程起步于主权国家内部结构的调整，最终蔓延到世

界政治版图的每一个角落。

人工智能技术跃迁将在主权国家内部创造两种相互影响的变革趋势，即

同时形成 “主体消解”与 “维度创建”进程，从而改变主权国家的既有结

构。所谓 “主体消解”进程，指的是人工智能技术将持续消解 “民众”一极

在主权国家紧密型三边结构中的地位，造成既有稳定结构的再次失衡。

民众在政治体系中的地位本质上是由其在经济生产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

决定的，所以民族和民族主义也只有在工业革命爆发之后才真正展现出不可

替代的力量。在现代社会生产体系中，民众既是生产过程中劳动力要素的主

要来源，又构成了消费过程中的消费市场，是经济体系中不可缺少的核心环

节之一。同时，在军事安全方面，民众是军事力量强大与否的关键组成部

分。所以在主权国家架构发展与完善的过程中，通过制度性安排和新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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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 （第二卷）》上册，阎克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第
１２６２页。

参考封帅：《人工智能时代的国际关系：走向变革且不平等的世界》，第１３３—１３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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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灌输，将更多普通民众从各种形式的等级制束缚中解放出来，使其加入

经济生产过程和消费市场的构建，就成为世界发展的宏观趋势，这种趋势在

哲学意义上即 “人的解放”。① 无论是国际层面的非殖民化运动，还是各国国

内的妇女解放运动、少数族裔平权运动，本质上都是这种历史趋势在现实层

面的反映。② 这种力量最终也重塑了现实政治结构，使得民众成为支撑主权

国家架构的重要一极，所有政治行为都以更广泛的民众利益作为自己的合理

性根源。（参见图－１）

然而，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却带来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即从根本上改变

民众要素 （或者说人口）在经济体系与军事力量中的地位。人工智能技术在

经济生产领域的核心价值在于实现以自动化的机器生产取代人类劳动，从而

以更低的成本实现更高效率的生产。③ 事实上，人类所拥有的技能大体上可

以被归纳为两种能力，即身体方面的能力和认知方面的能力。历次工业革命

带来的各种生产工具使人类能够用更加强大的力量代替自己的身体能力，并

完成以往难以做到的事情。但由于认知能力不可取代，人类仍然保持着在生

产系统中的独特位置。然而，人工智能技术所探索的恰好是人类在认知领域

的能力，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以往只有人类能够完成的分析、判断、

决策等过程已经逐渐被证明不再是人类所特有的能力。④ 虽然人工智能在短

期内无法像人类一样进行创造性思考，但在日益专业化的社会生产体系中，

对于大部分具有较强重复性特征的工作来说，人工智能只需拥有针对特定领

域的部分技能就足以将人类挤出现有的岗位，如今我们刚刚迈入弱人工智能

时代的门槛，这种风险业已表露无遗。⑤ 这种状况在军事领域也已初露端倪，

由于智能化无人系统的广泛使用，参与战争的实体与指挥战争的决策系统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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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节选本）》，第７３—７７页。
该过程可参考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 （第四卷）》，吴英译，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１８１—２４２页。
参见 Ｍａｒｔｉｎ　Ｆｏｒｄ，Ｒｉ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ｂｏｔｓ：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ａｔ　ｏｆ　ａ　Ｊｏｂｌｅｓｓ　Ｆｕｔｕｒｅ，Ｂａｓｉｃ

Ｂｏｏｋｓ，２０１５。
Ｊｅｒｒｙ　Ｋａｐｌａｎ，Ｈｕｍａｎｓ　Ｎｅｅｄ　Ｎｏｔ　Ａｐｐｌｙ：Ａ　Ｇｕｉｄｅ　ｔｏ　Ｗ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Ｗｏｒｋ　ｉｎ　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５，ｐ．３１．
相关预测可参考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６，ｐ．２，ｈｔｔｐｓ：／／ｏｂａｍａ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ｇｏｖ／ｓｉｔｅｓ／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ｇｏｖ／ｆｉｌｅｓ／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ｙ．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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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着无人化与智能化的方向迈进。① 如果这种趋势不被人为阻挠或逆转的话，

经过较长时间的过渡之后，在新的经济和军事体系中，民众作为一个整体在

系统中的价值将持续降低。

“主体消解”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进程，虽然民众端所承载的政治权威因

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崛起而趋于流散，但除了少部分被资本和政府所吸收之

外，大部分权威都将流向一个新崛起的独立政治单位，即推动人工智能技术

发展的专家群体。专家群体的政治权威来自于技术在社会生产体系中逐步提

升的独立作用。凭借在人工智能知识方面的不对称优势，一个小规模的全球

性专家群体将获得对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巨大影响力，继而崛起为主权国家

结构中新的一极。一般来说，专家群体的崛起代表着技术权力在新结构中的

兴起，在与资本、政府和民众的互动中以各种方式分享政治权威，能够在多

中心、多节点的政治体系中扮演更为重要的独立角色。② 主权国家内部也逐

渐向更加复杂的结构过渡，体系内的多元维度也将应运而生。

所谓 “维度创建”进程，指的是人工智能技术跃迁会将一种依赖技术而

非其他政治要素存在且能够进行高效决策的新状态引入现有政治架构，从而

造成决策过程中效率性与政治性的实质分离，使得世界政治体系由单一维度

向 “权力分配—决策选项”双重维度演变。

在现有的主权国家架构中，所有最终以 “国家利益”为名义的政治决策

实际上都是图－１所显示的三方力量在不同环境下的博弈结果，在现实政治生

活中，官僚机构、大型企业与社会舆论作为三方力量的代表，始终为了政治

权力的分配和政治决策的走向持续拉锯，这些现象构成了当代各国政治生活

的主要内容。③ 决策是在各方利益的妥协与平衡过程中形成的，这也就意味

着政治决策的首要任务是获得结构中各方的共同接受———即使是很勉强的肯

定———而不是追求决策的实际效果。换言之，政治决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

政治性结果。由于历史进程的单向性与社会活动的复杂性，在大部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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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关于算法与自主武器对于战争形态的影响，可参考 Ｐｅｔｅｒ　Ｌａｙｔ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ｃ　Ｗａｒｆａｒｅ：
Ａｐｐｌｙｉｎｇ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ｔｏ　Ｗａｒｆｉｇｈｔｉｎｇ”，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Ａｉｒ　Ｐｏｗｅ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ｅｎｔｅｒ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２０１８；
Ｖｉｎｃｅｎｔ　Ｂｏｕｌａｎｉｎ　ａｎｄ　Ｍａａｉｋｅ　Ｖｅｒｂｒｕｇｇｅｎ，Ｍａｐ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ｉｎ　Ｗｅａｐ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Ｓｔｏｃｋｈｏｌ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ａ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２０１７。也可参考陈定定、朱启超主编：《人工智能与全
球治理》，第２０９—２７６页。

参见封帅：《人工智能时代的国际关系：走向变革且不平等的世界》，第１４９页。
参见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１年；曼瑟尔·

奥尔森：《权力与繁荣》，苏长和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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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在决策作出之后就已经无法检验其他路径选择是否更加有效。① 除了少

数重大胜利或失败之外，即便在事后也无法对决策是否最优选择给出一致的

意见。因此，在现实政治进程中，这种政治性优先的决策方式是决策者的最

佳免责方案，是人类历史经验和智慧积累的结果。

然而，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会在逻辑上对这种传统方案构成挑战。能够

模拟人类的认知能力是人工智能不同于以往任何技术进步的关键特征，使得

人工智能技术有能力建立起一个更加接近于 “独立理性”的决策环节。技术

推动的决策进程并非凭空而生，有效的人工智能决策系统的创建和改进本身

需要根据某种常数进行设计，这种常数应该是主权国家基于宪法或国家发展

的基本目标而制定的，在很大程度上由专家群体对这些价值与目标进行遴

选。人工智能决策系统在运作过程中根据技术逻辑进行模拟，通过机器学习

或其他方式不断调整和完善自己的算法，最终给出指向原初设定目标的决策

结果。虽然仍无法完全摆脱人的因素，但这种决策逻辑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偏

离了既有决策的核心逻辑。基于技术所提供的决策结果本身并不能确保结构

内各方力量都能实现利益妥协，更难以将政治现实中各方那些隐藏在话语背

后的目标及很多情感偏好变化纳入考虑，因此，以现有结构的标准来看，这

种对政治性的忽视被视为人工智能决策的最大缺陷，也成为很多研究者反对

人工智能技术参与政治决策的主要理由。② 但当我们站在一个更加中立的角

度来看待这一问题，不难发现人工智能技术提供的是另一种政治决策逻辑，

即以效率优先取代政治优先，以指向既定的共同体总体利益的算法权力提供

更加高效的决策过程。两种不同决策逻辑的张力为政治行为体提供了新的选

择空间，新维度也因此在主权国家架构中应运而生。

一旦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带来以 “主体消解”和 “维度创建”为其

标签的变革进程，而两个并行进程的延续也将一步步地促使主权国家的基础

结构发生调整。如图－３所示，在人工智能时代，主权国家将逐渐由当前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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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早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国内政治学研究的资深专家就对这种状态进行了归纳：（１）一项正确
的决策不能否定可能有另一项决策可以获得更大成功，因为不能重复；（２）一项错误的决策也不能证
明另一项方案可能成功，因为在失败之后成功的方案是在一个变化的环境中发生的，环境条件已经完
全不同，可比性没有了；（３）决策要求的基本要素不能穷尽，决策基本上是针对未来的，未来是最不
能穷尽的。而这种状态也是 赫 伯 特 · 西 蒙 现 代 决 策 理 论 的 集 中 体 现。可 参 考 Ｈｅｒｂｅｒｔ　Ｓｉｍｏｎ，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ｉｎ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４ｔｈ
Ｅｄｉｔｉｏｎ，Ｔｈｅ　Ｆｒｅｅ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７。

例如，Ｄｉｒｋ　Ｈｅｌｂｉｎｇ，ｅｔ　ａｌ．，“Ｗｉｌｌ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Ｓｕｒｖｉｖｅ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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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稳定态的三边结构演变为一个四极结构，专家群体作为技术权力的代表与

被削弱的民众要素主要在决策维度发挥作用。

图－３　人工智能时代主权国家结构的变化

图－３的横轴代表权力维度，政府与资本的两极线性拉锯构成了新结构中
权力分配的主要特征。由于民众在经济与军事领域中的价值相对空洞化，其
在结构中曾经能够稳定获得的政治权力地位也将逐渐流失。这种状态的外在
表现便是算法将人口大规模挤出经济体系，社会财富与分配权力向政府和资
本集中，社会与政治的不平等程度进一步提升。人工智能及其衍生技术能够
在经济和军事系统中填补民众要素退场所留下的空缺，也就自然会在政治领
域中创造代表这种力量的新权力形态———算法权力。① 然而，算法权力由于
无法脱离独立实体而抽象存在，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无法构成结构中的独立一
极，这部分权力主要将由政府与资本代为持有，专家群体与民众在权力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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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Ｔａｉｎａ　Ｂｕｃｈｅｒ，Ｉｆ．．．Ｔｈｅ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８；
段伟文：《数据智能的算法权力及其边界校勘》，《探索与争鸣》，２０１８年第１０期，第９２—１０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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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影响较弱。因此，在主权国家的新结构中，权力维度大体上将由三方关

系转变为线性关系，权力集中与权力多元作为这一维度的两个端点，而权力

分配的不同逻辑将成为人工智能时代不同制度设计的起点。

图－３的纵轴代表决策维度，这是由于人工智能技术跃迁的出现而在结构

内创造的全新维度。在传统体系中，即使政治制度有所差别，但各主体决策

过程的实质逻辑是相似的，而且由于其所具有的强烈政治性特征，基本上依

附于特定的权力分配格局。然而，在人工智能时代，技术的进步使得决策的

政治性与效率性逻辑形成实质性分离。民众要素在权力维度上地位消解，但

作为社会的主要组成部分，它仍然是政治决策过程中的重要客体，甚至在很

多研究者看来，如何处理庞大的 “无用阶层”在政治体系中的位置将是新阶

段政治架构建设的核心问题，所以对于民众意愿的政治性关注被推到了决策

维度一端。① 而人工智能技术及其与技术相关的专家群体则会凭借强大的效

率优势成为政治共同体决策过程中具有重大吸引力的选项。总之，由技术所

代表的效率决策倾向与诉诸民众接受度的政治性决策倾向，构成了人工智能

时代政治共同体结构的另一重要维度，决策方案的倾向性选择将与权力分配

的选择一起建构政治体系的框架。

新维度的出现是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也开辟了世界政治形态变迁的新

空间。人工智能及其带动的整个技术领域的进步会带来完全不同的决策场

景。人工智能、５Ｇ、区块链等系列技术会推动人类社会进入一个万物互联的

时代，在这一阶段，社会生产、生活的信息传播将以几何级数增长，爆发式

增长的数据量在突破某个临界点之后，将会超过人脑所能处理的范畴。所有

基于人类讨论而形成决策的模式都将变得低效。② 任何希望获得有效决策的

政治系统都必须在不同程度上容纳人工智能技术，权力分配方式也需要根据

现实需要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整。新的政治哲学竞争会在这种环境中出现，围

绕着决策模式与权力边界的划分造就未来的各种政治思想流派。③ 这种争论

本身也将伴随着政治共同体的形态演进而持续存在。可以说，人工智能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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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可参考封帅：《人工智能时代的国际关系：走向变革且不平等的世界》，第１５４页；李晓辉：
《如何面对 “无用阶层”：人工智能与未来正义》，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１９年第６期，第６８—７７
页。

尤瓦尔·赫拉利使用 “数据主义”这一概念来描述该状态。参见尤瓦尔·赫拉利： 《未来简
史》，林俊宏译，中信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３３８—３４２页。

参见吴冠军：《竞速统治与后民主政治———人工智能时代的政治哲学反思》，《当代世界与社
会主义》，２０１９年第６期，第２８—３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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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生活领域的改变为其参与政治决策进程创造了条件，而参与政治决策

进程又反过来为其自身发展创设了更加合适的环境。它们既亲手搭建舞台，

又亲自走到舞台中央，担任这场人类历史的伟大戏剧的主角。这便是具有革

命性意义的通用目的技术的巨大影响———系统性地改变整个世界。①

四、变革的结果：世界政治形态演进的多元图景

诚如恩格斯所言， “一切依次更替的历史状态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

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暂时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是必然的，因此，对它发

生的那个时代和那些条件来说，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是对于它自己内部逐

渐发展起来的新的、更高的条件来说，它就变成过时和没有存在的理由了；

它不得不让位于更高的阶段，而这个更高的阶段也要走向衰落和灭亡。”② 人

工智能技术跃迁便是我们这个时代注入旧结构中的那个促使发展进程继续推

进的关键要素，它所拥有的独特的影响力模式具有穿透主权国家架构外层、

形成直接推进其内部结构变迁的强大力量。结构变迁与维度拓展对于世界政

治的发展具有颠覆性的意义，人类社会将在多维结构的基础上重新调整政治

共同体的形态，多元异质化主体在多维体系内并存将成为可能。人类社会将

迎来一个在政治领域充斥着多元选择的世界，历史也将逐渐步入新的未知

之地。

人类对于所有未知都带有本能的恐惧，因此，所有的社会科学研究者都

渴望以现有的知识与智慧蠡测未来。但未来的最大魅力就在于它有无限的可

能性，即便我们能够推断出人工智能时代世界政治中单元与体系的演变路

径，也几乎不可能准确分析未来世界的最终形态。因此，对于当代研究者而

言，用全景的视角对多种可能出现的情境进行粗线条的描绘，全面铺陈与罗

列所有变化的可能性，这样才能形成有效的系统性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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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Ｒａｉｎｅｒ　Ａｎｄｅｒｇａｓｓｅｎ，Ｆｒａｎｃｏ　Ｎａｒｄｉｎｉ　ａｎｄ　Ｍａｓｓｉｍｏ　Ｒｉｃｏｔｔｉｌｌｉ，“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Ｖｏｌ．４０，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７，ｐｐ．７２－８０；Ｖｌａｄｉｍｉｒ　Ｋｏｒｚｉｎｏｖ　ａｎｄ　Ｉｖａｎ　Ｓａｖｉｎ，“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ａｓ　ａｎ　Ｅｍｅｒｇｅｎｔ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Ｖｏｌ．１２９，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８，ｐｐ．８８－１０４。

恩格斯：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载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四
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２１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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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人工智能时代世界政治的形态演进图谱

　　概括而言，图－４所展示的就是人工智能时代可能出现的世界政治演进形
态，我们所熟悉的现代主权国家体系是整个演进过程的起点，而能够影响演
进方向的力量则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第一，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及其所带来的
科技革命是变革的发动机。作为迄今人类社会所发明的最具适应性的政治架
构，主权国家架构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在可变条件仅有权力维度的情况下，

除了位于权力分配两极的传统封建主义和理论上的世界政府之外，几乎所有
权力分配方式都可以在既有的主权国家体系内得以实现，这种状态也将世界
政治的形态演变限制在单一维度内。① 因此，只有当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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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 主 权 国 家 架 构 与 其 他 政 治 形 态 的 对 比，可 参 考 Ｂａｒｒｙ　Ｂｕｚａｎ　ａｎｄ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Ｌｉｔｔｌ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Ｗｏｒｌ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Ｒｅｍａｒ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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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相当的高度，能够实质上改变整个世界经济的运行方式，瓦解传统的三边

稳定结构并引入新维度，才能够使整个体系获得新的演化空间。人工智能技

术有其自身的发展逻辑与规律，在科研基础较好、市场规模较大、数据资源

较为丰富的环境中能够自然成长。我们可以对其进行预测和观察，但无法提

前对它所引发的科技革命的时间与方式进行规划。正是由于科技发展存在多

元可能性，给世界政治形态演进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第二，无政府状态的存废选择是塑造世界政治形态的重要因素。无政府

状态是主权国家体系的基本特征，也是以主权原则塑造世界的逻辑结果。由

于主权国家体系的巨大包容性，无政府状态作为一种普遍的国际背景会长期

与人工智能技术推动的社会变革相伴而行。无政府状态的存在很大程度上会

限制行为体的选择空间，主体间普遍存在竞争关系是一把双刃剑，它有可能

成为新技术研发推广的重要助力，但也有可能使行为体在激烈对抗环境下做

出非理性决策。是否能够在体系层面超越传统意义上的无政府状态，则将会

成为影响世界政治形态演变的关键抉择。

第三，人类精神是一切人类社会形态演进的底线。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无

止境的，人类会不断逼近客观世界的终极认知，向着哲学意义上的自由王国

飞跃。① 但人类社会的建构是有底线的，这条底线就是不可逾越的人类精神。

任何关于人类社会形态的思考都是建立在抽象的人类精神基础上的，这种精

神的核心就是所有的社会建构都要维护作为整体的人类利益。社会建构的终

极价值是人本身，一切社会形态都不能够违背这个基础逻辑，即不能对人类

整体构成不可逆转的伤害，不能将其他任何利益置于作为整体的人类利益之

上。在科技进步不断加速的未来世界中，强调至高的人类精神将是所有社会

科学研究的前提，因为没有了人类精神也就没有了社会本身。这种底线思维

构成了我们推导世界政治演进过程的一个重要条件。

以上三个方面的力量实际上限定了人工智能时代世界政治形态演变的基

本空间，在它们的共同作用下，人工智能时代的世界政治从单元到体系都会

逐步加入这一历史进程，这一长时段变革将随着人工智能技术效能的逐步释

放形成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并逐次展现出多种可能的政治形态。

（一）Ａ阶段：作为过渡阶段的低度智能化社会

在人工智能技术开始在政治领域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之后，人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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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３０６—３０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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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智能化社会的过渡实际上就已悄然开始，而主权国家内部与整个世界政治
形态也会发生微妙的改变。

一方面，所有代议制政治体制都会由于经济系统中民众地位的削弱开始
呈现出权力的实际掌控与权力的制度性安排不匹配的现象。能够掌握人工智
能技术的组织或个人可以通过各种方式绕过制度设计的原初目标，实现对自
己有利的政治结果。类似 “剑桥分析”这样的案例将会越来越普遍地在代议
制国家中出现，而且会在较短时间内以更加高级、更加隐蔽的形式加强对民
众意志的引导和操纵。

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作为一项新的辅助工具，将逐渐参与国家的政
治决策进程。在深度学习或其他弱人工智能技术发展阶段，人工智能技术无
法实现对于人类决策的完全模仿，但它能够更加迅速且完整地搜集信息、模
拟场景、评估利弊，并提供有参考价值的决策建议，这种强大的决策辅助能
力是任何理性的政治家都不会忽视的。① 人工智能技术将以其强大的工具属
性逐步嵌入政治决策进程，当然，这种参与将是有限的，而且在决策过程中
的地位会相对较低。

我们所处的历史时段正是Ａ阶段早期，当前学术界围绕人工智能现实影
响的各种讨论也正是对既有变迁趋势的回应。基于对未知的恐惧，很多学者
和思想家都提出对人工智能技术在政治决策领域的应用进行限制的构想。然
而，在体系层面仍处于典型的无政府状态下，主权国家间普遍存在的竞争关
系便成为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和应用的正向动力。只要人工智能的工具属性足
够强大，主要世界大国为了避免在经济、政治和军事竞争中陷入劣势，就无
法为了某些抽象价值而舍弃对技术现实价值的追求，于是，逐步发展的人工
智能技术也就会在全球经济与政治活动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推动政治共
同体及国际体系沿着决策维度向效率性一端推进。

随着时间的推移与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进化，人类将逐渐进入低度智能
化社会。主权国家与国际体系的基本形态总体上仍将维持原状，但技术力量
的广泛使用会逐步掏空代议制政治体制的实质意义，不断削弱这一类型体制
的威望。于是，很多代议制政治体制在保持现有的外在形式的情况下，权力
的实际分配会更加接近现实力量结构的对比状态，主权国家之间的竞合博弈
也将继续成为世界政治的主要内容。这将是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直到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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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封帅、周亦奇：《人工智能时代战略行为的模式变迁———走向数据与算法的竞争》，第
３４—５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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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进化到较高层级，技术主导的效率决策方式与人类的政治性决策方式在

能力与应用方面达到相对平衡状态，政治领域的变革进程才会进入实质性

阶段。

（二）Ｂ阶段：作为预备变革阶段的中度智能化社会

从Ｂ阶段开始，世界政治的演变就逐渐超出了人类社会既有经验的范

畴。在单元层面上，从这一阶段开始我们已经很难套用希腊时代就已经出现

的 “僭主制”、“寡头制”、“民主制”、“共和制”等概念为新的政治制度打上

标签。① 人工智能系统在国家决策体系中的位置逐步超越传统决策模式，开

始在一定程度上主导政治行为体的政策选择。而在体系层面，围绕技术效

能、价值理念与体系原则的三难选择开始出现，从而决定了未来世界政治的

路径分歧。

Ｂ阶段出现的标志有二：一是人工智能技术的持续进步，使其在政治决

策环节展现出明显的效能优势。二是人工智能技术深刻地嵌入经济与社会生

活之中，普通民众逐渐接受甚至依赖人工智能技术所带来的生活方式。其主

要表现为，人类在经济和社会生活方面开始逐渐接受人工智能技术的引导，

一步步熟悉人工智能系统以建议的方式对于社会生活的规划，进而将更多的

选择权交付算法来执行，从而在意识形态领域建立起对于技术与算法主导地

位的合理性认知。在技术能力提升与无政府状态的共同作用下，主权国家内

部将会越来越通过制度性安排，将更多的责任交予人工智能技术来执行，赋

予其更大的政治权威。但从人类以往的历史经验推断，在逐步走入中度智能

化社会的过程中，由于制度惯性和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政治领域的变革往

往会滞后于经济层面的变革。而且，如何通过制度性安排释放新技术的影响

力也存在很多现实和思想层面的争议。所以，Ｂ阶段将是一个由传统模式向

新时代逐步推进的转折阶段，各种深层次的结构性调整渐次发生，主权国家

与世界政治形态的演变进程也将迎来新一轮 “路线”之争。

这种路径竞争源自成熟的人工智能技术影响力高速膨胀造成全球体系内

政治、经济领域制度调整的不均衡状态。在主权国家架构及其所创造的全球

２２１

① 事实上，迄今我们对于当前政治制度的讨论并未完全超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时代所形成的
框架，即按照权力分配方式来标记政治制度。这也意味着人类社会的政治制度始终沿着单一维度演
变，直到新技术所带来的新维度被纳入体系之后，原有的制度构建路径才可能发生变化。参见柏拉
图：《理想国》，郭斌和等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年；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
馆，１９９６年。



从民族国家到全球秩序：人工智能时代的世界政治图景

无政府状态中，人工智能技术力量的充分释放与人类价值观继续主导政治系

统这两项目标已经无法同时实现，所有在无政府体系内的国际行为体都需要

在二者之间做出选择，否则就需要尝试推动无政府状态的调整。换言之，在

中度智能化社会，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在政治领域形成了一组 “不可

能三角”（Ｉｍ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Ｔｒｉｎｉｔｙ）。① 在该情境下，传统意义上的无政府状态、人

类价值观的主导作用与人工智能技术的现实效用三者仅能得其二 （图－５），这

样在理论上会出现三种可能的发展前景。当然，由于人工智能技术将给经济

社会发展和政治进程带来巨大的可见收益，放弃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

退回到技术变革之前的政治安排几乎没有可行性。因此，实质上具有参考价

值的发展方向共有两个，即人工智能技术与另外两种要素的组合结果，它们

也就构成了下一阶段世界政治形态变革的总体方向。

图－５　中度智能化社会中政治系统的 “不可能三角”

（三）Ｃ阶段：技术极权主义模式的歧路

历史的发展进程往往充满了歧路，在 “不可能三角”状态形成之后，一种
具有较大风险的政治架构在理论上很有可能出现，这便是技术极权主义模式。

技术极权主义模式的实质是在 “不可能三角”关系中选择保留无政府状
态与人工智能技术两大要素作为搭建新的政治架构的基础，通过牺牲人类价
值观在政治架构中的地位，以权力极端集中于智能化系统的方式实现最高的
效率目标。

技术极权主义模式是一种激进的政治选择，它最大的风险来自两个方
面：其一是这种模式会造成权力的过分集中，在政治共同体内部缺少制衡，

一旦衍生到整个国际体系中就会造成行为体对立关系的极端尖锐化；其二是

３２１

① 关于 “不可能三角”的基本论述，可参考Ｐａｕｌ　Ｋｒｕｇｍａｎ，“Ｏ　Ｃａｎａｄａ：Ａ　Ｎｅｇｌｅｃ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　Ｇｅｔｓ
Ｉｔｓ　Ｎｏｂｅｌ”，Ｓｌａｔｅ，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９，１９９９，ｈｔｔｐｓ：／／ｓｌａｔｅ．ｃｏｍ／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１９９９／１０／ｏ－ｃａｎａｄａ．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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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模式放弃了由人类主导政治活动这一原则的牵制，在极端情况下有可能

逾越人类精神的底线，给人类社会发展带来巨大风险 （参见图－４）。正因如

此，技术极权主义模式建立的可能性在人工智能技术诞生之初就获得了研究

者的广泛关注，在本轮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周期内，对于技术极权主义体制的

忧虑也贯穿始终。①

其实，技术极权主义模式本身存在严重的内在逻辑悖论。一方面，在人

工智能时代，自动化技术的广泛使用造就了庞大的 “无用阶层”，所有合理

稳定的政治设计必须充分考虑如何安置庞大的经济与军事意义较低的人群，

以某种符合当时社会需要的价值观进行人群整合具有重要的意义。在 “不稳

定三角”中抛弃人类价值观的做法将使政治架构建设缺乏稳定的支撑，在世

界政治单元层面就很难实现。另一方面，在技术极权主义模式中，人本身所

能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和可取代的，且威望与算法体系相比严重不足，克里

斯玛型权威很难形成。② 因此，技术极权主义模式很难推广成为整个国际体

系普遍的现实状态，即使个别主权国家展现出这种变迁趋势，也很容易受到

其他行为体的排斥与抵制。总而言之，技术极权主义模式的出现需要特别苛

刻的内外条件。

条件一，在世界总体上进入中度智能化社会之后，以主权国家为单位爆

发极为激烈且广泛的国家间竞争或冲突。在各国力量相对接近的情况下，为

追求严酷竞争中的相对优势，有可能选择最大限度地释放人工智能技术能

力，为此牺牲其他方面的原则。条件二，政府与资本能够在激烈竞争的条件

下实现以政府权力为核心的充分整合。即资本能够接受权力向政府方面集

中，并充分调动资本所掌握的算法权力支持政府在新的政治体系中的绝对主

导地位。只有当这两项原则被同时满足，且在与其他制度的竞争中取得明显

优势，技术极权主义才会作为一种获得普遍接受的政治形态出现在世界政治

形态变迁的谱系中，从而构成形态变革的Ｃ阶段。在个别极端情况下，也不

排除从低度智能化社会直接演变的可能性，但由于技术极权主义本身存在的

逻辑悖论，它很难构成一种长期稳定的政治生态。

４２１

①

②

几乎所有的人工智能研究者都对技术极权主义体制的出现保持警惕，笔者也持同样的态度。
类似观点可参考 Ｈａｍｉｄ　Ａｋｎｎｖｅｒ，“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ｐｐ．４－８；Ｄａｎｉｅｌ　Ａｒａｙａ，“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关于克里斯玛型领袖的相关论述，可参考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 （第二卷）》下册，阎
克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第１５１９—１５８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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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Ｄ阶段：超越无政府状态的多元路径

虽然存在技术极权主义等非主流形态出现的可能，但 “不可能三角”状

态所带来的最大可能性仍然在于推动新时代世界政治超越无政府状态的限

制。从根本上说，政治生活的本质就是在不同人群之间进行权力和利益的分

配，通过制度体系安置人与他人、资本、技术等要素的相互关系。因此，人

类社会在任何时代的政治安排都离不开某种符合时代需求的核心理念与价值

观，否则政治安排便会失去意识形态层面的基础。然而，既然人类价值观与

人工智能技术在很大程度上都对人类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如果要同时满足

这两个目标，那么传统意义上的无政府状态就可以成为 “不可能三角”中那

个被放弃的唯一选项。在新的底层逻辑基础上构建世界政治的单元与体系形

态将成为人类社会变革进程的关键。

如图－４所示，超越无政府的路径是多元的，同时存在以权力相对集中为

特征的智能化世界政府与以权力高度分散为特征的算法封建主义两条潜在的

发展路径，它们分别代表着政府主导与资本主导的演变进程。二者的出发点

都是为了解决 “不可能三角”给政治构建带来的逻辑困境，但所选取的突破

口各有不同，从而构成了发展方向多元化特征明显的Ｄ阶段。

其一，算法封建主义路径实质上是要打破主权国家对政治权力的垄断，

造就一个主体多元、权威重叠、趋于自治的原初状态，进而在更加开放的环

境中重新比较与磨合，最终实现人工智能时代较为合理的政治安排。①

该路径的形成也需具备一些特定的条件。一方面需要资本借助人工智能

技术发展获得更大且难以取代的公共产品供给能力，迫使政府放弃对于最高

权威的垄断，承认超大型企业或其他资本力量的组织形式同样具有平等的国

际行为体地位，进而将这种承认扩大到科学家共同体等其他非资本性独立组

织。另一方面则需要与地理空间联系弱化的经济生产方式逐渐成为经济活动

的主体。在地理空间权力价值削弱的情况下，任何行为体都无需强调对于地

理空间的绝对掌控，主权概念的内涵与主权国家的外在表现形式才会发生明

显变化，以其他逻辑划分权力边界。算法封建主义路径的出现意味着人类本

身拥有更加强大的力量，独立个体或小型组织的自主性得到有效提升，在一

定程度上具有不依赖于超大型政治组织而生存的能力。

５２１

① 参见封帅：《人工智能时代的国际关系：走向变革且不平等的世界》，第１４６—１４８页。但笔
者通过后续研究，认识有所深化。算法封建主义本身并非必然出现，它的形成和稳定都需要特定的条
件。因此，它是未来政治共同体架构发展的一种可能前景，但是否是最优选项尚需进一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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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算法封建主义模式下，经历变革后的主权国家、城市、大型企业、科

学家共同体、各种专业性组织，以及我们当下无法想象的各种形式的独立机

构能够在全球范围内以相对平等的方式实现互动，分享政治权力，承担社会

义务，造就一个合作与竞争状态更为复杂、但能更好容纳人工智能技术力量

的全球体系。

其二，智能化世界政府路径的实质则是要通过世界政府的建立消解主权

国家架构所带来的无政府状态，使人工智能技术的力量与人类价值观在一个

非对抗环境下完成适度妥协，从体系层面自上而下地完成新的政治建构。①

该路径的形成也需要一些特定条件：一是政府在人工智能技术所带来的

新的权力分配中获得更大的份额，对于算法与数据的垄断使政府成为新结构

内唯一具有承担重构世界政治体系能力的主体。二是人工智能技术潜力的持

续释放推动全球在经济、社会、文化与意识形态等领域存在较高程度共识，

技术因素在时间的帮助下弥平了历史与思想的鸿沟，使整个人类社会无限趋

近于 “普遍均质国家”。② 具备这些条件，即使历史发展拐入技术极权主义支

流，也有回归智能化世界政府的可能。

作为一种理论模型，智能化世界政府并非是现有的主权国家形态在全球

范围内的简单复制，而是人工智能技术力量完成政治与社会心理塑造后的变

革结果。在智能化世界政府模式中，主权将以不同方式突破现有的分割式地

理空间的限制，使全球地理空间在某种新的理念和框架中被整合为同一政治

空间，自然消解无政府状态。新的全球政治空间将以政治权力为核心，在全

球共识的基础上重新构建能够同时满足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与人类价值观的政

治架构。由于智能化世界政府模型本身是在共识与非对抗背景下形成的，那

么它的对内制度安排一定是开放与包容的，在统一政治空间中接纳多元行为

体共存，以某种制度形式保证其政治义务与权利的充分实现。从这一点来

看，智能化世界政府模式虽然在外在形式上与技术极权主义好像有相似之

处，但在内在精神方面却明显更接近算法封建主义，这也是本文划分Ｃ、Ｄ

６２１

①

②

建立一个人工智能时代的世界政府是目前全球研究者和民间团体对于未来政治制度建设的重

点讨论方向，也寄托了很多关于未来社会的美好想象。史蒂芬·霍金生前就主张以世界政府的形式发
展人 工 智 能。参 见 Ｅｌｌｅｎ　Ｐｏｗｅｌｌ，“Ｓｔｅｐｈｅｎ　Ｈａｗｋｉｎｇ　Ｃａｌｌｓ　ｆｏｒ‘Ｗｏｒｌｄ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ｔｏ　Ｓｔｏｐ　ａ　Ｒｏｂｏｔ
Ｕｐｒｉｓｉｎｇ”，Ｔｈｅ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Ｍｏｎｉｔｏｒ，Ｍａｒｃｈ　９，２０１７，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ｃｓｍｏｎｉｔｏｒ．ｃｏｍ／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７／
０３０９／Ｓｔｅｐｈｅｎ－Ｈａｗｋｉｎｇ－ｃａｌｌｓ－ｆｏｒ－ｗｏｒｌｄ－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ｔｏ－ｓｔｏｐ－ａ－ｒｏｂｏｔ－ｕｐｒｉｓｉｎｇ。

关于 “普遍均质国家”的理论内涵，可参考科耶夫：《法权现象学纲要》，邱立波编译，华东
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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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阶段的主要标准。

当然，现实中的各种变化远比理论模型推演更复杂，世界政治的重构路

径是多元的，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权力在政府与资本之间重新配置的无数种

可能性会造就一个开放的未来图景。我们在这里分析和展示的算法封建主义

与智能化世界政府更像是这种变革维度的两种理想状态，而现实中的情境则

更有可能兼而有之，以更加平衡或者更加波折的方式实现政治共同体的重

建，以告别传统无政府状态为标志重构世界政治版图。

综上所述，从图－４中的 Ａ阶段到Ｄ阶段，在我们可以预见的发展周期

内，人工智能技术影响力的持续释放将推动人类社会的政治生态持续演进，

并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展现出多种可能的发展路径和各种不同的未来

图景。这种变革进程根源于科技革命，因为任何现存的政治架构都有其效用

边界，但革命性技术所带来的影响却会随着技术力量的不断提升而持续增

长。当旧的政治单元与全球架构无法有效安置系统内新要素的时候，变革的

发生就不可逆转。

政治领域的变革进程在起步阶段将是涓滴式的，很多能够影响政治活动

的重要智能技术最初可能会被运用于大型互联网企业的决策中，随后可能会

在新加坡、以色列等拥有较高技术能力、但领土和人口规模较小的政治体中

获得认可。低度智能化社会将是一个漫长的过渡阶段，只有当人工智能技术

的发展和人类社会与新技术的相互适应都达到较高程度后，世界政治才有可

能进入对底层政治规则进行修改的深度变革周期。在不突破人类精神这一基

本底线的情况下，在算法封建主义、智能化世界政府或其他折中政治安排之

间如何抉择，只有未来的历史才能给我们答案。

世界政治的演进将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历史过程，很多在人类历史上留

下浓墨重彩的政治要素都有可能在某一时刻消亡，而我们唯一能够肯定将延

续下去的，只有人类基本的理性原则与永不止步的科学精神。在此基础上，

任何能够既适应人工智能技术发展需要，并为技术进步创造条件，又能够建

立合理的价值观标准，保证民众生存与发展权利的自洽性政治安排都可能成

为未来世界政治形态的组成部分。恰如恩格斯所说， “凡在人类历史领域中

是现实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会成为不合理性的……凡在人们头脑中是合

乎理性的，都注定要成为现实。”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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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第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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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从民族国家体系走向全球秩序

无论切入点如何选择，我们当下所有围绕人工智能议题的社会科学研究

实质上都是基于已有的经验和理论去思考并建构未来世界。

时至今日，人工智能技术的潜能仅露出冰山一角，人类社会也刚刚临近

人工智能时代的门槛，用现有的知识与思想去分析和展望未来政治架构的走

向及其社会影响，我们便很难完全摆脱时代的桎梏。然而，这一议题的重要

价值又让所有研究者无法退却，因为我们所讨论的是将某种具有巨大力量的

全新变量纳入政治架构而引发的重新设计，是可能改变 “政治”的基本概

念，使之从人与人之间的权利关系分配演绎为重新划定人类价值与技术价值

边界，从而建构新的全球秩序的重大议题。更为重要的是，所有围绕人工智

能时代特征及政治共同体建构的阐释和辩论最终都会作用于社会进程本身，

那些或深刻或浅显的理论认知都有可能对时代发展轨迹产生微妙的干扰。我

们今日围绕人工智能议题所做的研究不仅仅是在解释世界，更是在改变

世界。

虽然无法从历史经验中找到模板，但我们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人工智能

技术跃迁将会重新定义世界政治的范畴与内涵，推动我们所处的世界逐渐走

出民族国家体系的桎梏，迎来新的全球秩序。

首先，在单元层次上，人工智能时代的全球秩序将由单一走向多元。以

主权为核心的民族国家将不再是世界政治舞台上具有压倒性优势的行为体，

政治权威将会分散到形态各异、规模不等但能够在不同领域或议题上充当公

共产品提供者的各种组织之中。与之相应， “民族”概念也将不再是政治共

同体整合的主导性诉求，在思想层面对于人类精神和价值观的系统性阐述都

有可能为其他性质的行为主体提供人群整合的核心理念。无论最终世界政治

呈现出怎样的未来图景，人类社会整体上必将迎来一个趋于多元化的全球

秩序。

其次，在互动方式上，人工智能时代的全球秩序将由简单走向复杂。异

质性多元行为体对世界政治的直接参与，将使全球秩序的内容变得格外丰

富。全球范围内主体间的互动不再局限于竞争、合作与对抗等单一维度，也

很难以传统方式衡量主体间的权力分配。行为体之间的性质差异将创造出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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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深嵌于全球秩序中的功能性领域，不同领域效能的发挥支撑着全球秩序的

运转。虽然行为体仍然会因为所处的位置及发挥的功能而获得不同水平的系

统影响力，相互之间也仍然会存在冲突，但在领域分割的条件下，行为体之

间将形成更为复杂的协同、干扰、制约、取代等关系，以不同的互动方式实

现全球秩序的维持与发展。

最后，在体系层面，人工智能时代的全球秩序将是对传统意义上的国际

无政府状态的扬弃。人工智能时代政治层面的所有变革都指向一个核心目

标，即充分释放人工智能技术的经济与政治效能。然而，所有理性的政治设

计也蕴含着一个刚性的限制条件，即不能够突破人类精神的底线。在两方面

条件的共同作用下，传统意义上的无政府状态就成为体系重构过程中必须进

行修订的底层逻辑。人工智能技术并非不能在无政府状态中实现高速发展，

而是因为高度发达的人工智能技术与国际无政府状态的深度结合将会给人类

整体利益带来不可预知的制度性风险，因此，推动无政府状态的调整将是全

球秩序变革过程中的重要任务。

归根结底，“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产生这些体系的时代

的需要”，① 科技革命是所有经济生产形式与政治社会形态变革的根本动力，

随着生产方式的更新，无论民族国家体系拥有多么坚实的内核，也必然随之

发生内部结构和外部形态的改变，从而走进建构人工智能时代全球秩序的伟

大历史进程。身为变革时代的研究者，我们同样也是历史进程的一部分。我

们从来不是消极观察和默然等待体系更迭的完成，我们所做的研究实质上就

是借助自己的思想和理论参与人工智能时代的全球秩序构建，在漫长且波折

的变革进程中坚守人类精神的底线。也许随着时间的洗礼，我们现在所提出

的绝大部分观点最终都将被淘汰，但在大浪淘沙之后，最终能够保留下来的

思想精华就会成为人工智能时代的思想根基。我们所做的每一项严谨而有创

见的研究都是变革时代的精神财富，探索人工智能时代的过程就是在建构我

们自己的未来。

（责任编辑：李　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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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克思、恩格斯：《空想社会主义的社会现实基础》，载 《德意志意识形态 （节选本）》，第９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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